
一、三个诗歌群落

诗人何其芳在1949年10月初写过一首《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新诗也在这“隆隆的雷声里”展开了新时代的图卷。站在21世纪的制高

点，回望建国初期新诗的足迹，可以看到，那是新诗在新中国的试唱期。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艾青《国旗》）。然而

在与新时代协调步伐的过程当中，许多从旧时代走来的老诗人最后还是喑哑了。

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新中国新诗的第一个高潮，尽管带着历史的局限，但终究还是唱出

了新的声音。一大批新人出现了，他们是新中国的儿子、新时代的歌手，在艺术上没有因袭的

重负，吟咏新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可谓如鱼得水，他们的颂歌和战歌给诗坛带来青春、朝气和繁

荣。其后，由于诗内诗外的种种原因，尤其是错误地处理诗与政治的关系，新诗违背了自己的

文体可能，路越走越狭窄，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面临崩溃。

改革开放复活了中国，也复活了新诗。改革开放给新诗创造的自由活泼的环境，是建国后

从来没有过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是新诗复苏、探索、发展的重要时

期。它同“五四”诗歌、抗战诗歌一起构成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三大高峰，推出了不少必将长

吕 进

在上个世纪的新时期，有引人瞩目的三个诗歌合唱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此外，还有资深诗人。把新时期诗

歌仅仅局限于“朦胧诗”是不科学的，新来者不应被矮化或忽略，他们是新时期重要的诗歌群落。本文以雷抒雁与叶延

滨两位诗人为新来者的两个个案，加以探讨，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加强研究新来者对当下新诗的拯衰起弊，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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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流传的名篇，也造就了一批诗歌新人。在这个高潮中，有三个合唱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

新来者。他们的不同歌唱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繁荣。

在绮丽的春天里，一大批饱经风霜的诗人从社会底层、从被“奇异的风”卷去的地方归来。

1978年，当人们在《文汇报》上发现了久已消失的艾青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

胡风和和其他“胡风案”的诗人绿原、曾卓、牛汉、鲁藜、罗洛、冀汸、彭燕郊、鲁煤、卢甸归来了。

穆旦、唐湜、唐祁及其他噤声的九叶诗人归来了。军歌作者公木、资深诗人吕剑、苏金伞、黎焕

颐、胡昭归来了。当年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公刘、白桦、沙鸥、晓雪、邵燕祥、孔孚、高平、昌耀、梁

南、林希、周良沛、孙静轩重新在读者面前露面。《星星》全体编辑流沙河、白航、白峡、石天河也

重拾诗笔。归来者是一批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本来就是家国命运的关注者。正如台湾诗人

评价绿原的《童话》时所说，这是“溅了血的‘童话’”①。过去那个扭曲的时代曾经给他们带来许

多超出人们想象的苦难和创伤。“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②。苦难使他们深化了对

现实的认知，加强了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相通，“诗穷而后工”，他们迎来了创作生涯

的第二个春天。一般来讲，他们第二春的成就都超过了第一春。在历尽折磨之后，他们加强了

自己诗篇的批判精神。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写出过《五月一日的夜晚》颂歌的公刘，现在以一

首《哎，大森林》令人震撼。诗人是时代的思想者。从张志新烈士，诗人对“大森林”展开广阔的

沉思和表达痛苦的警醒：“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海底有声

音说：这儿明天肯定要化作尘埃，/假如今天啄木鸟还拒绝飞来。”归来者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理

想主义色彩和信念。他们支持改革开放。1980年，艾青在与青年作者谈话时说：“假如能够写出

这个开放精神，就是反映了时代精神。”③他们相信“啄木鸟”，他们相信祖国不会“化作尘埃”，

这是归来者在新时期诗坛几个诗歌群落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走向。像归来者高平唱的那样：“冬

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起春天。”

朦胧诗派和上世纪40年代出现的九叶派以及西方现代派在艺术上存在着呼应关系。当新

诗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向对自身的反思的时候，朦胧诗人以过去人们不熟悉的一些新奇表达方

式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喝彩。其实，“朦胧诗”的称谓只是一场诗坛大争论的产物，并不准确。可

以说，“朦胧”并不是这个诗群的基本特征。他们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作并不“朦胧”。所

谓“朦胧诗人”基本上是一个“知青诗人群”，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诗群。比起归来者，他们

很少受过归来者在受难前经历过的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那种思想改造和再造，他们的内在视

野更自由和开阔，知青生涯使他们对于“正统”舆论持怀疑和解构的态度。他们年轻的心经历

了从相信、狂热到“不相信”的过程。这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就像食指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

京》所唱的那样“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的移动”。

好像是在写火车，其实这是一种深刻的“移动”：昨天在“移动”，中心在“移动”，信仰在“移

动”，“崇高”在“移动”。移向何处，动向何方？年轻诗人们并不清楚，这就出现了迷茫。他们在

寻找，在追求，在争论。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执著地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

明”。舒婷在1977年写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说：“一切的现在都孕育

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虽然这“光明”、这“未来”、这“希望”是否属于正统的解说，并不十分确定，可是追求是确定的。

家国为上，忧患意识，这正是朦胧诗人和归来者相通的地方，也是和中国传统诗学相通的地

方。在艺术上，如果说，归来者多数都是现实主义诗人，朦胧诗人却更具现代色彩。在长期封闭

之后的中国，朦胧诗人使年轻读者颇感新鲜，效仿者众。

在新时期诗坛上其实还有一个“第三者”：新来者诗群。在双峰对峙的时候，“第三”往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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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第三”可以活跃全局，可以开拓空间，可以探寻新路，带来新

的生态平衡。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三个合唱群落中新来者的实绩其实不小，艺术生命其实非

常持久。新来者到了新世纪已经属于老诗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还在歌唱，他们对中国诗

坛仍然保持着影响。新来者属于新时期。他们的歌唱既有生存关怀，也有生命关怀。化古为今，

化外为中，这是新来者共同的审美向度。新来者的艺术胸怀广，艺术道路宽，读者群不小。这里

所谓的新来者，是指两类诗人。一类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

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一类是起步也许较早，但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有如新来者杨牧

的《我是青年》所揭示，他们是“迟到”的新来者。新来者诗群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优秀篇章。

新来者是时代的守望者，因循守旧，拒绝探索，或者躲避崇高，全盘西化，都不是他们的美

学追求。他们也许承认，“‘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句古话，可以作为好诗的标准”④。

他们为同时代人打造诗意的家园，努力对时代做出“诗意的裁判”⑤。

当全国许多读者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流泪的时候，当傅天琳的“果园诗”和“儿童诗”

令人赞叹的时候，当叶文福的尖锐诗行激起广泛回应的时候，当张学梦对未来的憧憬给人们

带来遐想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了新来者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请看：“但愿，一支羽箭，/射落

一个冬天。”（桑恒昌《羽箭》）“即使有一天消失了/也消失在/春天的笑容里”（李琦《冰雕》）。

“于是，一个青椰子掉进海里/静悄悄地，溅起/一片绿色的月光/十片绿色的月光/一百片绿色

的月光”（李小雨《夜》）。读者会感到新来者有股强烈的新气息，他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批

新来者。如果说，50年代那批新人的“新”是新中国的“新”，那么他们的“新”就是新时期的

“新”，他们带来的是春天的笑容，他们带来的是静悄悄的变革。在经历了长期的流浪以后，诗

回归本位。就像铃木大拙和弗洛姆在《禅与心理分析》一书所说：“把生命保存为生命，不用外

科手术刀去触及它。”⑥没有新来者，就没有完整的新时期诗歌。

其实在三个群落以外，还有不少资深诗人在歌唱。他们当中有些诗人唱得非常美，他们的

艺术贡献非常有价值。我们不可能忘记艾青、臧克家，冯至、卞之琳、蔡其矫、严辰、邹荻帆、徐

迟；我们也不可能忘记贺敬之、李瑛、梁上泉、刘征、刘章、严阵、顾工、雁翼、高缨、韦其麟等等。

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蔡其矫的《祈求》，都是影响颇大的作品。新时

期诗歌之所以叫新时期诗歌，就因它是新时期的产儿。而新时期是文学“大一统”的粉碎者，它

是多元的、多风格、多向度的。正是诗坛的共同付出，才有了新诗史上的这个高潮。

二、两个个案

如果选出几位新来者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雷抒雁显然是合适人选，拥有广泛影响的雷

抒雁是论说新来者时绕不过的话题。雷抒雁出版过《小草在歌唱》、《掌上的心》等十五部诗集。

他的散文的数量远比诗集少，但是也不乏“粉丝”。当然，他的主要成就在诗，他是一位诗人。雷

抒雁当过兵，所以最早的作品《沙海军歌》是军旅诗集。1979年8月号的《诗刊》同时推出了两首

在全国读者那里引起心灵震颤的诗篇，一首是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另一首就是雷抒

雁的《小草在歌唱》。那年雷抒雁三十八岁。

其实，张志新遇害的悲剧披露以后，几乎引起了全国所有民众，也包括诗人的强烈愤慨。

归来者艾青写了《听，有一个声音》，归来者公刘写了《哎，大森林》，朦胧诗人舒婷写了《遗产》。

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影响最大，一经问世，就在全国卷起了汹涌澎湃的诗潮，真是“潮似连

山喷雪来”，到处在传阅，到处在朗诵，到处在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这首诗是人们熟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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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但又是人们陌生的政治抒情诗，很典型地见出了新来者和归来者、和朦胧诗人的联系

与区别。《小草在歌唱》是祭奠于张志新烈士墓前的诗的花环。作为时代的歌者，雷抒雁对张志

新，对“四人帮”，对新时期，唱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读这首诗，可以明显感受到诗人长久的

精神压抑的畅快爆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诗人对云卷云舒的时代风云的关注带来的使命感。

《小草在歌唱》写的是大题材，落墨处却是“我”与“我们”。诗人处处把英雄和“我”与“我们”、昏

睡和清醒、“柔嫩的肩膀”和“七尺汉子”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咏叹人性的忏悔与觉醒，“虽在我

而非我”⑦：“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树一样，/可是，当

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上世纪70年

代是反思与反省的时代，也是思想狂欢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好不容易从灾难里走出来，从现代

迷信里走出来，展开了至今还令历史激动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久被践踏、久被摧毁的人

性、人道、人情温柔地重现在人们面前。过去的一切都要站在人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辩

护，或者失去存在的权利。所以，生命感就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诗歌的期待。朦胧诗人的成

功就在于他们的生命感，无论舒婷的浪漫情怀，还是北岛的冷峻思考。《小草在歌唱》的艺术魅

力在于归来者的使命感和朦胧诗人的生命感的融合，这正是新来者的显著特征：

如丝如缕的小草哟，

你在骄傲地歌唱，

感谢你用鞭子

抽在我的心上，

让我清醒！

让我清醒！

昏睡的生活，

比死更可悲，

愚昧的日子，

比猪更肮脏！

抒写时代风云的大手笔，又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着笔于反省、忏悔和思索与呼唤，这就形成了

一股强大的感人的力量，赋予政治抒情诗以新的品格和新的空间。一首富有艺术生命力与感

染力的诗篇诞生了。

在其后的创作道路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丰富，随着人的精神空间的开拓，雷

抒雁的诗歌显示了新的进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位诗人应当和自己的局限性做斗争。他

说：“我们写诗的过程，是不断和自己的狭隘性做斗争的过程。一个好的诗人能够接受各种风

格的诗。要善于宽容和接受，我认为这是诗人必备的一种精神。”⑧他的诗，“呐喊”的成分减少，

观照内心世界的作品增多；时代放歌减少，精神滋养的作用加强。但是雷抒雁始终是雷抒雁，

小草依然在歌唱。他依然关注时代。他的视野扩展了。《小草在歌唱》以后，他基本写抒情短章，

写山，写江，写太阳，写蝴蝶。在他的歌唱里却始终有时代的投影。他不认同“诗到语言为止”之

类的“理论”，因为，对诗人雷抒雁来说，诗绝不仅仅是语言。1993年他有一首《铸钟》：“我们一

开始就把灵魂/交给了青铜”。铸钟就是铸造灵魂，金属与灵魂的融合，金属与生命的融合，金

属与声音的融合：“钟声不用翻译/一百个心灵里/有一百种含义/每一种含义都是惊醒。”在

此，我们仍然会感受到那个和小草对话的雷抒雁，倾听小草、解剖自己的雷抒雁，只不过他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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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比之过去平和一些，他的歌声比之过去内敛一些。但是他瞩目的还是时代，还是人民，钟的

后面站着的还是时代和人民：“斑驳于钟身的图案和文字/只是钟的发肤/钟的名字叫声音。”

雷抒雁看重诗与读者的血肉联系。他不喜欢玩外在的技巧。在雷抒雁看来，诗一定要寻求和读

者的沟通。中国诗人就得尊重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技法，不要走洋化的路。有的诗虽然很“现

代”，但很难进入，很难感知，这是他不愿意走的路。他依然注重承传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不

赞成完全仿效西方，珍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诗歌传统，他的诗总是有中国风度。

再说叶延滨。1980年10月号的《诗刊》发表了叶延滨的组诗《干妈》，这位正在北京广播学

院文艺系文艺编辑专业就读的大学生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干妈》写出了知青时代的诗情。自

传色彩很浓的诗，记录了“狗崽子”的“我”和勤劳、善良、贫穷的陕北“干妈”在那个特殊年代结

成的母子般的情谊：“从此，我有了一个家，/我叫她：干妈。/因为，像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她

没有自己的名字”。那个岁月，那个“血统论”像瘟疫一样发散的岁月，“我”，连知青也像躲避瘟

疫一样讨厌他，却在这里得到了“干妈那双树皮一样的手”的爱抚，在“暖暖的热炕上”。《干妈》

的意义还不止于知青生活。这首诗的动人之处还在于诗人对于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勇敢追问：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

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干妈，我愧对你满头的白发……”

这是1980年。这是全民族觉醒的年代。朱先树当年写过一篇评论叶延滨的文章《写自己和人民

相通的那一点》。他说：“青年一代是思考的一代，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他们敢于思

考，而且非常敏锐和深刻。叶延滨的诗也具有这样的特点。”⑨《干妈》点燃了众多读者（尤其是

知青读者）的心是必然的。《干妈》是叶延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

现代版，是知青下乡的情感记录，也进入了新时期的新诗经典。

发表《干妈》时，作者是北广78级的学生，叶延滨这个大学生当年三十二岁。那时，刚恢复

高考，77、78两个年级入学时间只差半年，这可是令我们这一代教师最难忘的年级。他们吃了

不少苦，更懂得人生，也更珍惜人生，更成熟多能，人才济济。可以数出好多好多现在为人熟知

的姓名，叶延滨就是中间的一个。他是哈尔滨人，其实他很早就随父母南下四川，所以和四川

更有渊源。他在四川成都读的小学，四川西昌读的中学，西昌现在还为他们那里出了叶延滨、

王小丫、沙玛阿果而自豪呢。他在成都的《星星》伏案了十二年。叶延滨的坐标无可争议地属于

新来者，他是这个群落的翘楚，这是打开他的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不懂此，就会从根本上不

懂叶延滨。我记得叶延滨曾说他的诗是放在三个点组成的平面上的：在时代里找到坐标点，在

感情世界里找到和人民的相通点，在艺术长河里找到自己的创新点。这三点成的平面其实可

以视为是新来者共同的发展平台。在新来者中，叶延滨的人文底蕴深厚，内在视野开阔，所以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感觉系统的诗人：洞明世事，心胸宽广，情感丰富，眼光高远。而且他的随

笔、杂文、散文也很出色。他的散文作品同样显示出他的这一文化底蕴带来的感觉系统。在散

文作品里，他谈的“自己看得起自己”，是可以作为人生座右铭的。关于人的“九不可为”，关于

“小人之八小”，这些言说真是精辟之极。

在新来者中，叶延滨的生活积累很丰，如果军马场也算“兵”的话，那么，工农商学兵，除了

“商”，他几乎都干过。没有在陕西曹坪村的生活，哪有《干妈》呢？一位诗人没有代表作是最大

的悲哀。写了一辈子，在诗人群里、在诗歌的发展流程中你究竟是谁呢？诗人有了代表作，就有

了诗学面貌，有了艺术生命，有了人文密码，有了诗史座位。人文底蕴和生活积累为他提供了

一位优秀诗人的独特元素。叶延滨的诗的精神向度是现代的，他站在今天去审视世界与历史，

这样，他给与读者的就是以现代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使读者享受到属于自己时代的美

论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

47



文艺研究 2010年第 3期

感。1999年我受重庆市委宣传部委托，和毛翰在编选三卷本的《新中国50年诗选》时确定的原

则是：入选诗人基本上一人一首。但是叶延滨的作品我选了两首，除了《干妈》，我还选了《环形

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线》。我觉得，后者代表了诗人歌唱新时代的新趋向：古城就是历史，就是

记忆；环形公路就是今天，就是向往。其实这一种审美取向一直贯穿了新时期以后他的创作。

请读《中国》：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

双手拳在胸前，

“How great China……”

她赞美着老态龙钟的长城。

不，可尊敬的小姐，

对于我的祖国，长城———

只不过是民族肌肤上的一道青筋，

只不过是历史额头上的一条皱纹……

请看看我吧，年轻的我———

高昂的头，明亮的眼，刚毅的体魄

你会寻找不到恰当的赞美词，

但你会真正地找到：“中国”！！

叶延滨的诗就是这样年轻、阳光、明亮，给人带来新世纪的新情思。用诗学用语来说，这就叫

“独出机杼”，这就叫“诗之厚，在意不在辞”。他的《年轮诗选》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出

版。这三十年，祖国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巨变，祖国正在和平崛起。诗人所说的“年轮”，岂止是诗

人“一圈又一圈的包围，一次又一次的突围”，也是祖国在三十年里“一圈又一圈的包围，一次

又一次的突围”。通过诗人的年轮，折射出的是国家、社会、时代、同时代人的年轮。

从《不悔》开始，叶延滨已经差不多奉献出了二十来部诗集。三十年间的他是有变化的。比

如理性成分略有增加。这很自然。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必然带来理性的成熟，他的近期作

品尤其显露出这个走向。2006年写的《位置是个现代命题》，2007年写的《握在手中》，这类近作

的哲学意味是上个世纪的诗歌中少见的。再比如，对生命的关怀比较显眼。诗有两种基本关

怀：生存关怀和生命关怀。一位诗人也许更善于写作某种关怀，但是诗人一般会把两种关怀都

纳入笔下。而且，两种关怀的轻重其实和时代有关。战争年代、动乱年代，生存关怀的诗会多一

些；和平年代、安定年代，生命关怀的诗会多一些。所以延滨的这一变化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

再如题材范围的扩大。出访诗落墨不俗。有些忆旧诗写得相当出色。一组“少年纪事”，还有《不

丹》，还有《裤腿上的清晨》，诗章让人过目难忘：童心让人温馨，童趣让人温暖。站在成年回望

少年，诸多留恋，诸多感慨，使人想起曾卓的诗行：“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

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但是，在我看来，正可谓万

变不离其宗，叶延滨还是那个叶延滨。他没有“商”过，但是他的智“商”却够高了。他的诗有如

他的人，始终聪慧和机敏。他的精神向度始终是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他的诗始终明快而又

节制。关于节制，我们来读他的《阵亡者》吧：“追悼会是活人的礼节/烈士墓是青山的伴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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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对于你/都是些往事/你刚完成一种选择哟/选择轰轰烈烈的开始/ /一张泪水浸透的手帕是

你/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信是你/我想为你写一首诗/哪知道诗也随你去/———好久好久/一只燕

子又在檐下啁啾/也许它是从你那儿来的/我却听不懂它的歌声……”诗在“听不懂的歌声”

里，趣在言外，味在笔外，韵在墨外，诗在诗外，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回味空间。叶延滨

的诗从来这样，不糟蹋汉语，明快，朴素，但又节制，含蓄，延滨的诗给我的印象是遵从“隐”的

民族诗歌美学的诗，他给读者的始终是“更咸的盐”。

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前无

古人的。站在这个纵览全国诗坛的位置上，他有一些诗论。编辑写诗论都很少空论，很少“高头

讲章”，而是在诗里说诗，在动态里说诗歌发展。他说的许多意见，其实就是新来者的见解。

三、结论

研究上个世纪新时期的诗坛，除了朦胧诗，绝对不能忘记归来者，绝对不能忘记新来者，

绝对不能忘记三个诗歌群落之外的一批资深诗人。新时期诗坛是相当丰富的，留给历史的经

验是相当有价值的。一说到新时期就只有朦胧诗，是一种狭隘，也是一种梦呓，不符合新诗发

展史事实，因而必将被历史所修正。

在诗歌精神上，新来者在使命感上和归来者亲近，在生命感上和朦胧诗人相通。在艺术技

法上，他们追求“至苦而无迹”。“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⑩。在艺术

技法上，新来者可以简称为转换派：他们珍爱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民族传统，但是主张对民族传

统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他们重视借鉴域外艺术经验，但是主张对域外经验要进行本土化转

换。在诗歌路向上，他们主张多样、多元，主张不同艺术追求的诗歌相互包容和尊重。他们知

道，在同一时代里，不同诗歌其实都生存在彼此的影子之下。就是在新来者之间，他们的美学

寻求和语言理想也有差异。在新时期以后，他们各自走的诗歌之路和塑造的艺术个性也有区

别。

仅仅把新时期诗歌归结为“朦胧诗”是一种偏执，这样的文学史不能称作信史，归来者、新

来者以及资深诗人们在新时期那样多的名篇抹得去吗？历史证明，新来者不应该被矮化或忽

略。历史已经接纳了他们，他们留下的佳作在三个诗歌群落里是最丰富的。

且回顾新时期的四次全国性诗歌大奖。

1979—1980年的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共有36篇作品获奖。获奖者中有归来者

公刘、白桦、边国政、林希和流沙河；有朦胧诗人舒婷、梁小斌，有资深诗人刘征、纪鹏、刘章、未

央、雁翼、王辽生；余皆为新来者。他们是：张万舒、李发模、骆耕野、张学梦、陈显荣、曲有源、雷

抒雁、梁如云、韩瀚、熊召政、林子、毛锜、叶文福、高伐林、徐刚、傅天琳、朱红、肖振荣、杨牧、叶

延滨、赵恺和刘祖慈。

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1979—1982）获奖作品中，有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获

得二等奖。

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1983—1984）有16部诗集获奖。其中，新来者占了5部：

杨牧的《复活的海》、周涛的《神山》、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李钢的《白玫瑰》、雷抒雁

的《父母之河》。

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1985—1986）有10部诗集获奖。其中，新来者占了7部：

叶延滨的《二重奏》、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李小雨的《红纱巾》、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梅

论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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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静的《她就是那个梅》、叶文福的《雄性的太阳》和晓桦的《白鸽子，蓝星星》。

可以看出，随着归来者和资深诗人的逐渐老去，随着部分朦胧诗人的出国和掷笔，新来者

在中国诗坛的分量日大，影响日深。离开他们，不仅难以说清历史，也难以说清今日诗坛。

在诗努力回归本位的时候，许多问题该怎样处理？新来者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例如，

诗的个人性与个性化、内视性与社会性应该如何处理？新来者的经验是：摒弃个人化，追求个

性化，内心生活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又如，诗的小众与大众、形

式艺术与形式主义应该如何处理？新来者的经验是：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诗的形式本身

就是诗的重要内容，诗情不纳入诗的形式何以为诗？但是外在形式，“过剩”形式，是在玩弄形

式，和读者形成“隔”，使诗越来越小众，此乃诗之大忌。只求形式的古怪惊人，并不是通往繁荣

之路。再如，诗的一元与多元应如何理解。惟我独“花”，惟我独“家”，是违背诗的创作与发展规

律的。在新时期，在新世纪，“定于一尊”是不可能的。历史不会开倒车，坚定地坚持多元，就是

坚定地走向繁荣。新来者是新时期诗歌研究的重要而复杂的课题，对新来者的研究，对于当下

新诗的振衰起弊尤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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